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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之路”思政大课

伴随着掌声，一位头发花白、坐着轮椅却精神矍铄的耄耋老人，起身
后被搀扶着，缓缓走向讲台。他便是著名核武器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前院长胡思得。

3月26日下午，相辉堂北堂座无虚席，88岁的胡思得重返母校复旦，
以《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矢志科技自立自强——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
核科学家》为题，开讲“强国之路”思政大课。

在艰苦岁月里书写光辉篇章

伴随着大屏幕上照片的切换、史料的展示，复旦师生在胡思得的娓娓
道来中一同回溯上个世纪，回顾中国核武器事业如何从无到有、由弱变
强，坚定地走出中国特色核武器发展道路。

作为“两弹一星”中核弹突破的亲历者，胡思得讲述邓稼先、彭桓武、
王淦昌、黄祖洽、周光召、郭永怀、于敏等老一辈科学家“干惊天动地事，做
隐姓埋名人”的故事。

1958年从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胡思得被分配到第二机械工业部
第九研究院工作。1959年，苏联的撤援使中国的核事业举步维艰，却激
发起胡思得和其他科研人员们自立自强、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的冲劲
儿。胡思得和同事们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在当时铀的高压数据严格保密
和尚不具备对铀材料进行冲击波动力压缩实验的条件的情况下，团队依
旧在铀的状态方程方面开辟一条新路。

手摇计算机、浇注炸药、铸炸药……一张张珍贵的泛黄历史照片，诉
说着老一辈科学家们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利用有限的科学研究和试验
手段，克服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突破重重技术难关。

胡思得回忆一同参与核科学工作的前辈及同伴时说，“不仅仅是他们
高深的学术造谐、各有特色的科研思维和技巧，还有他们对祖国的忠诚和
无私的献身精神、对事业敢于担当的责任感、在业务上坚持实事求是的科
学精神，都给予我很大的教育和熏陶。”

“‘两弹一星’精神仍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勇于创新、建功立业、
为国增光所必须继承和发扬的。”胡思得说。

期待青年学子在新时代留下无悔奋斗足迹

“发扬学术民主，充分发挥科研群体所有成员的智慧和积极性，创造
一个鼓励创新的学术环境，是‘两弹’突破取得成功的又一宝贵经验，也是
老一辈核科学家为我们做出的崇高的治学榜样。”

胡思得回忆，在“两弹”的研发阶段，处于学术领导地位的专家们都虚
怀若谷、不耻下问。从一开始，科研群体就形成畅所欲言、平等讨论、教学
相长、鼓励创新的学术气氛。

经过专家队伍夜以继日的奋斗，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
子弹爆炸成功。这是我国在国防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的一项重大突
破，标志着我国国防建设进入新的阶段。

胡思得寄语复旦学子：“期待在座的青年人，大力发扬‘两弹一星’精
神，继承老一辈科学家爱国、敬业、求实、创新的光荣传统，为党和人民事业拼搏奉献，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留下无悔的奋斗足迹！”

在一个多甲子的征程中，胡思得先后参加或主持领导了多项核武器理论研究设计
工作，创造性地解决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问题，为我国核武器的研究设计和发展作出重
要贡献。至今他仍然带领研究队伍为国家安全提供战略咨询。退休之后，胡思得积极
宣讲“两弹一星”精神，总结我国研制“两弹一星”的宝贵经验，希望老一辈科学家的精
神在青年人身上发扬光大。

坚持一定要亲自到现场给同学们上课

此前，复旦核科学与技术系老师邀请胡思得院士主讲“强国之路”思政大课时，考
虑到他家在北京，年事已高，提出远程授课的建议。胡思得详细了解这门课的目的后，
坚定地说：“我一定要亲自到现场给孩子们上课！”

课堂尾声，在热烈的掌声中，胡思得缓缓走向相辉堂的幕后，慢慢坐上轮椅，在学
生们的簇拥下离开课堂。

跨越时空，胡思得的现场授课生动展现了老一辈科学家们科学求是的精神、发扬
学术民主的态度、高度的责任感、国家使命感以及可贵的事业心，诠释了“热爱祖国、无
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的深刻内涵，让
更多复旦学子有所见、有所思、有所得。 本报记者胡慧中本报记者 成钊摄

▲胡思得院士开讲“强国之路”思政大课

“医学创新路上，需要一点‘离经叛道’。但医学创新不是想当然。”
相辉堂的灯光，聚焦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
主任、生物医学研究院院长葛均波身上。

3月26日下午，刚给病人做完手术的葛均波，赶到学校本部校区，面
向临床医学、口腔医学、预防医学、公共事业管理和护理学专业2023级
本科700余名新生讲授“强国之路”思政大课，这也是医科大类首场专题
大课。

医学创新要尊重科学力量、尊重医学伦理

“人类生存的欲望，就是医学变革最原始的力量。”葛均波认为，除了
传承既有知识、救死扶伤外，医生还需要一点“离经叛道”，主动承担起医
学创新、推动医学进步的使命。

在国外工作时，青年葛均波首次发现心肌桥血管内超声特征性“半
月现象”。这一发现让该病冠脉造影不足5%的检出率一下子骤增至95%
以上，成果被编入国际经典心血管病教科书，成为现行“心肌桥”诊断国
际通行标准。

这一重要发现，是他在浏览病人资料时无意发现的。此前，所有医
生对此熟视无睹。就像牛顿通过苹果发现万有引力一样，葛均波鼓励同
学们科研路上苦练基本功，“只要多看书、有沉淀，知识就会在需要的时
候一下迸发出来，帮助你迈出全新的步伐。”

之后，葛均波曾想过“心肌桥”能否用支架治疗，然而同行抢先发表
文章并应用于临床。当时，葛均波觉得自己错失成果，后续研究却发现，
使用支架会带来极大问题，伴随心脏收缩可能导致穿孔。

经此一事，葛均波发现，“科学不是科学家想当然，需要被证实，更需
要被证伪。”创新要尊重科学的力量，更要尊重医学伦理，任何时候人类
都不能充当造物主。经过多年研究，他找到了真正能缓解心肌桥导致心
肌缺血的方法，1999年成果发表并广泛应用于临床。

创新有时会被质疑，充满风险和挑战

大屏幕上，一颗心脏不断地收缩和舒张，血液川流不息。这是葛均
波团队进行的中国第一例接受可降解支架植入治疗病人的冠脉造影。

1999年，葛均波怀揣制造最好支架的梦想回国。治疗一个病人动
辄十几万元的费用在当时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是天文数字，如何让普通百
姓可以用上又便宜又好的冠脉支架，是萦绕在葛均波心头的问题。

2005年，葛均波团队研制出首款国产可降解涂层药物洗脱支架，此
后15年，他一直在钻研首个中国可降解支架的研发。

“创新是痛苦、焦虑但快乐的过程，有时候会被质疑，也充满风险。”
15年里，葛均波的支架研发实验经历不少挫折，“有时晚上睡觉都忐忑，
又想帮助别人，又怕对病人造成损害。”

2020年，中国可降解支架终于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上
市。这时，他很平静，“这个事情我做了15年了。”他笑着说，这时他最早
带的一批研究生都已经成为博导。、

“独行疾，众行远”，这是葛均波尝试解决卡脖子科技困境、打造医生创新生态环境
的理念。2015年，他发起成立中国心血管医生创新俱乐部和创新学院，与临床医生护
士、工程师共同创新探讨。至今累计培养学员477人，申请专利200余项，创新在研项
目超过100个，学员学成后相继成立30余家初创公司，规模最大公司市值近75亿元。

做医生，不仅要医术好，也要医德好

“请问葛老师是什么时候决定选择心内科？受什么因素影响？”基础医学院2023
级临床医学（五年制）郑筱雅问道。葛均波说，他本科硕士阶段研究的方向都是儿童先
天性心脏病，这种病如果发现早，预后比较好，但当时家长体检意识淡薄，往往很晚才
发现孩子患病，诊断后常常是看着孩子离去，这让他迷茫了一段时间。在博士阶段，他
选择到上海医学院，转攻成人心血管病，希望治愈更多的病人。

“思政课对在座的每一个同学来讲，都非常重要。因为在人生的道路上，大家都在
努力成为一个好人、一个好学生、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葛均波每次看到不远千里来
找他看病的普通老百姓，看见患者及其家属从缝好的衣服里抽出一张张救命钱，他都
觉得自己有义务为病人节省每一分钱。“做医生，不光要医术好，医德更重要！”课程最
后，葛均波寄语在场的医学生，要成为有医德的好医生。

本报记者汪祯仪 本报记者成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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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均波院士开讲“强国之路”思政大课


